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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手机通讯功能使用现状看

现代生活中的人际交往

———基于 ２００９年成都市手机调查的实证研究

刘　伟

摘　要：基于对２００９年成都市手机调查的数据分析，以社会关系中的人际交往为研究议题，通过对

成都市城乡居民手机通讯功能使用现状的描述，探究人际关系中 “差序格局”① 的现状及其新的变化，以

及手机作为通讯工具，在个体人际交往中所发挥的功能。研究发现，尽管受到现代化的影响，成都个体在

人际交往中传统 “差序格局”的模式并未发生 “被动地”改变，而手机作为一种通讯工具，为个体以

“差序格局”的方式进行人际交往提供了自主空间；个体人际交往态度将决定手机人际交往工具性的发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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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只有少数人消费得起的 “大哥大”到几乎人手拥有一部，手机作为一种通讯工具完成了从个别

“社会现象”到进入百姓日常 “社会生活”的普及过程。作为高科技产物，相较于信件电报、座机电

话、电子邮件、网络聊天工具等其他通讯工具而言，手机不仅在通讯功能上有独特、无法替代的优势，

还集合了众多 “非通讯性”功能。而对手机多重功能的使用，似乎也成为现代城市生活的标志。［１］这些

功能的发明与使用，令手机逐渐渗透进个体的日常生活。因此，手机可被看成 “社会生活方式现状”

的深度观察媒介。

一、研究目的

人际交往是社会生活中极为重要的方面。手机对个体人际关系的影响是通过手机与个体人际关系

之间的互动呈现出来的。对手机功能的使用，除了可以呈现出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现状外，还在不断地

影响着个体对人际关系的建构行为。换句话说，手机对人际关系的嵌入性，使得现代社会的人际交往

有了新的准则与新的行动方式。［２］

以自我为中心的 “差序格局”是中国人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中因与个人关系的亲疏远近而由紧密到

疏远地进行人际交往的人际关系格局。［３］然而在现代社会，尤其在城市，人们对生活环境中的人和物趋

于陌生。而社会流动的增强，使得血缘亲朋之间因为居住距离拉大而联系变少。而人与人交往的匿名

性，使得往往同一屋檐下的邻居会成为陌生人。人们常常感觉到人情冷漠、人际关系淡漠， “差序格

局”似乎正被打破。

人们关于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思考更多基于社会变迁对个体的影响，这种影响对个体而言似乎是

① “差序格局”由费孝通先生提出，指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以宗法群体为本位，纵向上以亲属关系为主轴形成序，横向上以

自我为中心、依个体关系亲疏远近而形成差，而结成的个体社会关系网络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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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动的。但手机作为一种嵌入人际关系的通讯工具，恰恰为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人际交往提供了更加

灵活自主的选择空间。笔者认为，个体 “以己为中心”的人际交往方式其实并未改变，如果能尊重个

体的意愿，中国人更愿意选择依亲属圈、朋友圈、工作圈而交往逐层变淡的交往格局。而手机的使用，

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个体自主选择的工具。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成都市城乡居民手机通讯功能使用现状

的描述，探究人际关系中 “差距格局”的现状及其新的变化，以及手机作为通讯工具，究竟在个体的

生活中所发挥的功能如何。

二、样本获取与数据说明

本次调查在成都市市区及周边区县展开，采取 ＰＰＳ抽样方式获取样本。在隶属成都市区的五城区

样本抽取时，并没有选择区，而是直接抽取到街道，调查对象为市民；成都市郊区仅选择了龙泉驿区

一个区，调查对象为村民。村民与市民的抽取比例根据成都市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比例确定。最终，

成都市调查共计８００份有效问卷。调查对象中，男性３６８人，占４６００％；女性４３２人，占５４００％。调

查未成功１６１人，成功率为８３２５％。

三、手机通讯功能与个体人际交往的 “差序格局”

手机的通讯方式主要有两种：一是直接通话，该方式简便快捷。二是手机短信，但发短信要求使用

者具备一定的文化程度。手机使用者依据这种通讯功能上的差异，根据具体需求选择不同的通讯方式。

首先，个体的手机通讯联系频次与 “差序格局”相符合。如表 １所示，考虑到个人联系的范围与

程度不同，我们调查中请每个调查对象列举自己联系较多的６个人。根据人际关系的亲密程度，可将个

体最常联系的人际交往对象分为三大类：一是具有血缘和姻缘关系的对象，包括了配偶、父母、子女

和亲戚。从表１中可以读出，在使用手机联络时，与个体具有姻缘及直系血缘关系 （配偶、父母、子

女）的联络频次占到了４２４９％，另外，“亲戚”也占到了１１３２％。换句话说，使用手机时，有一半以

上的 “联系”都发生在对血缘、姻缘的亲密人际关系上。其次为有较多私人互动关系的 “朋友同学、

老乡和恋人”，这一比例占 ２５１５％。之后是工作关系，主要包括了同事、领导、下属和客户，这种联

系仅占１９９％。因此，经由手机通讯建立联系的对象中，“亲属关系圈”的联络超过了一半，稳居第一

位，其次是 “朋友关系圈”，而实际的 “工作关系圈”只是占到了较小的比例。这同传统的 “差序格

局”十分吻合。

表１　被调查者经常使用手机联系的对象情况表 （单位：人次／％）

与本人联系 人　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

配　　偶 ３２３ １６７８ １６７８

父　　母 ２６９ １３９７ ３０７５

子　　女 ２２６ １１７４ ４２４９

亲　　戚 ２１８ １１３２ ５３８２

朋友同学 ４１４ ２１５１ ７５３２

同　　事 ２５５ １３２５ ８８５７

上　　司 ４８ ２４９ ９１０６

下　　属 ９ ０４７ ９１５３

客　　户 ７１ ３６９ ９５２２

４２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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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本人联系 人　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

恋　　人 ３４ １７７ ９６９９

老　　乡 ３６ １８７ ９８８６

其　　他 ２２ １１４ １００００

总　　计 １，９２５ １００００

　　其次，个体依不同对象使用不同通讯方式的情况，也反映出人际关系的亲疏依然遵循着差序格局。
从表２不难看出，个体同配偶、父母、子女以及亲戚都保持了较高的通话比例。而朋友同学和上司的通
话比例相对较低 （因为下属、老乡和其他均不满 １０人，所以在分析中不考虑这些人）。在与配偶、父
母联系时有１／３的人会直接通话，使用短信的比例在 １／５左右。与子女联系中超过一半的人直接通话，
而使用短信的比例尚未达到１０％。另一个方面来说，通话与短信在人际关系的交往中有着不同的意义，
因此，选择的联系方式也是不同的。如果从工作关系看，在个体同上司、同事、客户的联系中，电话

通话的比例虽依然较高，但短信的方式也有较高的比例，只是短信与通话差不多的情况明显减少。

在不同对象间使用通话或短信的不同方式，可体现出人际交往的联系准则和关系远近的差别。在

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中，联系往往比较直接，较少出于客套的交往程序，许多事情可以直接说出来，

也不需要进入交往前的引导程序，交谈不必考虑适当与否，因此会通话较多而短信较少。相反，朋友、

同事间的关系为一般的社会人际关系，联系时需要体现客套的联系规则。一次通话中通常有：客套的

问候交谈＋正式事情的联系＋结束时的告别等环节。如果在通话过程中缺少了前后两个环节，就会显得
个人 “办事”没有遵守约定俗成的规则。相对于一次正式的通话，短信则可以无需直面客套与繁琐的

人际交流环节，且时间灵活，直接说出事情，无需有过多交往前的引导程序。这使得短信在个体同非

血缘、姻缘关系的联系对象交流时更受欢迎。如果这种判断成立，短信则成为维系较疏远社会人际关

系的一种有效的工具。随着使用的频率增多，个人间的通讯联系就会潜移默化地形成自身的联系惯性，

从而导致了在不同的人际关系间采取了不同的联系方式。

表２　被调查者使用不同联系方式与通讯对象交流情况表 （单位：人次／％）

与本人关系 电　　话 短　　信 两者相同 合　　计

配　偶
人　次 １０５ ５２ １５１ ３０８

百分比 ３４０９ １６８８ ４９０３ １００００

父　母
人　次 ７７ ５２ １１０ ２３９

百分比 ３２２２ ２１７６ ４６０３ １００００

子　女
人　次 １０４ ２０ ８１ ２０５

百分比 ５０７３ ９７６ ３９５１ １００００

亲　戚
人　次 ５７ ２１ ５８ １３６

百分比 ４１９１ １５４４ ４２６５ １００００

朋友同学
人　次 ７３ ４６ １１１ ２３０

百分比 ３１７４ ２０００ ４８２６ １００００

同　事
人　次 ２７ ２６ ５２ １０５

百分比 ２５７１ ２４７６ ４９５２ １００００

上　司
人　次 ８ ４ ５ １７

百分比 ４７０６ ２３５３ ２９４１ １００００

５２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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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本人关系 电　　话 短　　信 两者相同 合　　计

下　属
人　次 １ １ ０ ２

百分比 ５０００ ５０００ ０００ １００００

客　户
人　次 １０ １０ ８ ２８

百分比 ３５７１ ３５７１ ２８５７ １００００

恋　人
人　次 ４ ２ ７ １３

百分比 ３０７７ １５３８ ５３８５ １００００

老　乡
人　次 ３ １ ０ ４

百分比 ７５００ ２５００ ０００ １００００

其　他
人　次 ２ １ ４ ７

百分比 ２８５７ １４２９ ５７１４ １００００

总　计
人　次 ４７１ ２３６ ５８７ １，２９４

百分比 ３６４０ １８２４ ４５３６ １００００

　　从联系方式来看，手机嵌入到人际关系中最多部分，依然是以家庭为中心的 “亲属关系圈”。其次

为社会交往的 “朋友关系圈”，然后才是 “工作关系圈”。在这些关系中，由于联系的目的不同，有些

是出于情感的联系，有些是出于利益的联系，因此必然会有不同的交往规则。但无论如何，个体交往

中的差序格局依然清晰可见。

再次，手机通讯，有助于拉近 “差距格局”中较远距离的社会关系。诚如前文所述，在个体使用

手机联络的对象中，处于 “工作关系圈”的联络对象的整体数量是较少的。但一旦个体选择了运用手

机同相对较远圈层 （“朋友关系圈”“工作关系圈”）的对象产生联系时，其联系次数明显高于同 “亲

属关系圈”的联系频率。这说明，尽管联络对象的数量总体较少，但一旦使用了手机通讯发生联络，

个体同差距格局中较远圈层的对象的人际关系将会被拉近。

如表３所示。首先，从血缘、姻缘关系的范围看，配偶的通话频率最高，其次是子女，然后就是父
母与亲戚的通话频率。在亲属范畴内的这种通话频率的差别与家庭的 “差序格局”具有十分相似性。

其次，在选择了通过手机与朋友同学、同事联络的人群中，通话频率均略高于配偶。再次，在选择了

用手机同客户和恋人进行联络时，其通话频率也都高于配偶。但不能否认，这些高频率通话，有利于

促进相互间关系的维持，具有一定的功利性。特别值得注意，客户和恋人较朋友同学、同事关系更不

稳定。显然，如果没有频繁的联系，客户会流失，与恋人之间的感情会淡化。

另外，被调查者中，认为与客户、恋人关系 “增多了很多”的分别占到总体的 ６０００％和６１７６％，
而认为与子女和亲戚关系 “增多了很多”的人分别只有２９１５％和２６１５％，６６６７％的人认为与下属的
关系 “没有变化”，几乎没有人认为使用手机后联系减少。很显然手机在嵌入人际关系时发挥了不同的

作用。

从这种联系的对象与频率的差异可以看到，手机在嵌入原有的较密切的人际关系时，基本不会改

变原有的人际关系结构。但对于非天然关系的人来说，手机却是增强联系的有效工具，特别体现在与

客户、恋人的关系上。这些关系是后天的社会关系，而且这种关系的维系与巩固都需要通过较多的联

系达到沟通的目标。而且这些关系如果没有足够的联系就可能流失，对于个人来说，这种关系可以在

不同的领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。例如，客户是工作上的重要资源，客户的流失就意味着利益的损失，

所以维持与客户的联系对于个人的工作来说十分重要。因此，维持客户的关系就必然需要有更多的联

系，手机提供了最方便的方式。从而可以看到客户的联系频率很高。恋人则是个人生活中的重要对象，

恋人的流失就意味着婚姻过程可能会失败，所以也需要投入较多的联系来建立和维持这种关系。这说

明手机在这种新建立的人际关系上，不仅是简单地增加一种联系方式，而且成为巩固这种关系的重要

手段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手机不仅是简单的工具，更是新建人际关系的渠道，有助于拉近 “差距格局”

６２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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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较远距离的社会关系。

表３　不同联系对象的每天平均通话次数 （单位：次）

与本人关系 平均次数 标准差 人　数

配　　偶 １８２ １０２ ３２２

父　　母 １３９ ０８３ ２６６

子　　女 １４３ ０７８ ２２４

亲　　戚 １３５ ０７５ ２１６

朋友同学 １８３ １３７ ４１３

同　　事 １８４ １０５ ２５４

上　　司 １４９ ０７５ ４７

下　　属 １６７ １００ ９

客　　户 ２７６ １９０ ７０

恋　　人 ３２４ ２１３ ３４

老　　乡 １４２ ０８１ ３６

其　　他 ２０５ １３３ ２２

总　　计 １７１ １１６ １９１３

　　综上所述，如果说现代社会人际交往趋于功利、人情趋于淡漠的话，手机作为一种为现代社会个
体提供自由交往便利的通讯工具，正影响着个体的人际交往。而本研究的调查数据对个体人际交往功

利、冷漠的说法做了一次澄清。显而易见，以 “己为中心”，以亲属圈、朋友圈、工作圈逐级 “推开”

的交往半径所构成的 “差序格局”并没有改变，只要提供给个体机会与工具，个体都会遵循这样的人

际交往路径。另一方面，手机亦为个体交往提供了新的工具性的可能，因为有了手机，个人可以通过

增加联络频次的方式，对差序格局中 “水波外围”的非天然但却于己重要的社会关系加以巩固与维系，

从这一意义上说，以己为中心的交往方式未曾改变。总的来说，手机一方面巩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与

人交往的差序格局，另一方面又为个体因需要而建立新人际关系提供了工具。所以，事实上并没有出

现传统社会的人际交往瓦解，现代社会人际交往冷漠、功利的状况。

四、个体人际交往态度决定手机人际交往工具功能的发挥

对于现代社会来说，建立新的人际关系是人际交往的重要方面，而手机是面对面人际交往方式的

延展。［４］手机工具性的发挥，可通过人们在建立新的人际关系中是否会充分利用手机来判断。如果个体

认为可以将初识者逐步强化成为自己的人际关系组成部分，会倾向于告之自己的手机号码，以获得建

立直接人际关系的机会；而个体若留下其他联系方式，如家庭电话、办公电话、甚至留虚假电话，甚

至不留电话，则表示其并没有与初识者建立紧密人际关系的愿望。如表４所示，成都市对于初认识者留
下手机号码的被调查者占７４０３％，而留下固定电话的仅 ５８３％，不留电话的占 ２０１４％。这说明更多
人在同初识者结识之后，希望建立更进一步的人际关系。而不同年龄段的个体显然对于这种人际关系

的建立需求不同。同样如表４所示，在初次见面便留手机号的被调查者主要为 ４５岁以下的年轻人，而
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留手机号的不到６０％。老年人希望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的需求低于年轻人，特别是退
出了工作岗位后，这种联系仅仅限于情感的联系时，建立更加频繁的亲密联系的需求明显减少。这种

建立联系的选择方式，也说明了手机是用于巩固初步建立的非亲属联系的重要方式。原有的亲属联系

并没有受到手机使用的影响。而且尽管许多都将亲属关系列为手机联系的重要对象，但真正使用手机

联系的频率却并不高。这说明了手机在不同的对象中起到了不同的作用。所以在不同年龄的人群中，

这种使用手机联系的需求也体现出了差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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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４　被调查者中不同年龄组为新结识对象留通讯方式的情况表 （单位：人次／％）

留电话号码 １９－２５岁 ２６－４５岁 ４６－６０岁 ６０岁以上 总　计

家庭电话
人　次 ２ ４ ６ ５ １７

百分比 ２５６ １３５ ４２９ ９６２ ３００

手机号
人　次 ５７ ２３２ ９９ ３１ ４１９

百分比 ７３０８ ７８３８ ７０７１ ５９６２ ７４０３

办公电话
人　次 ２ １４ ０ ０ １６

百分比 ２５６ ４７３ ０００ ０００ ２８３

虚假电话号码
人　次 ４ １２ ２ ０ １８

百分比 ５１３ ４０５ １４３ ０００ ３１８

不留号码
人　次 １２ ３２ ３１ １６ ９１

百分比 １５３８ １０８１ ２２１４ ３０７７ １６０８

其　他
人　次 １ ２ ２ ０ ５

百分比 １２８ ０６８ １４３ ０００ ０８８

总　计
人　次 ７８ ２９６ １４０ ５２ ５６６

百分比 １００００ １００００ １００００ １００００ １００００

　　从这个角度看，手机作为一种社会交往的工具，最根本的是取决于使用者的态度。并非所有的手
机使用者都希望加强个人的人际关系。当个人对于人际关系的需求和关系的认识态度不同时，手机增

强人际关系的工具性功能是不同的。如果个人需要建立广泛的人际关系，从而拓展个人的社会关系时，

手机就能发挥这种人际交往的工具功能。如果本人并不期望建立和扩展个人的社会关系，手机在通讯

功能上，更多的将是固定电话的替代品。他们既不会将手机号码告诉给新认识的人，也不会感觉手机

会扩大和加深人际关系的联系，甚至认为手机削弱了人际间的交往。这与那些将手机当成扩大和加深

人际关系的个人有完全不同的认识。很显然，在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，人们对人际关系的需求与态度

呈现了分化。但不论怎样，个体人际交往态度决定了手机人际交往工具功能的发挥。

五、结　　论
综上所述，手机之所以能够成为个体人际交往的必需品，从而嵌入到社会人际关系中，主要因为手

机是人际交往的 “自主工具”，因为有了手机，人际交往对象、人际交往频率可以尽量按照自己的需求

来自主进行。我们发现，就成都的情况来说，即便是进入到现代社会，人们对传统 “差距格局”式的

人际交往方式依然具有高度的认同性。而正是因为有了手机，这种富于人情味的交往路径得以在现代

社会中巩固甚至重构，这体现的是手机对个体人际交往的影响。与此同时，手机更是从满足不同群体

对于新人际关系建立的需求的角度，反映着现代社会不同群体对于建立人际关系的不同需求，个体人

际交往态度决定手机人际交往工具的功能的发挥。在成都，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青年与中老年在人

际交往的需求上，明显高于青少年和老年人。而这一需求得以满足更进一步说明了现代人在工作与学

习中对手机的依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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